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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中国多次提出的援助发展战略威慑力量的请求，苏联都以中国经济和科技能力不

足，缺乏发展战略威慑力量的条件，以及苏联可以向中国提供核保护为由予以拒绝。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

随着中国发展战略威慑力量战略决策的做出和中苏关系的发展，苏联开始在和平利用原子能领域向中国提供

援助，并在1957年将援助扩大到战略威慑力量的发展领域。但苏联对中国发展战略威慑力量的认识并没有发

生变化。随着中苏矛盾的发展，苏联领导人不仅对中国发展战略威慑力量的援助开始进行种种限制，而且一

再违背援助协议，拒绝向中国提供发展战略威慑力量的技术。20世纪60年代初，在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的

背景下，苏联一方面对中国发展战略威慑力量的政策进行批评，另一方面试图对中国发展战略威慑力量的努

力进行阻挠。在中国发展战略威慑力量首次取得成功后，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和对中国战略威慑能力的认识，

苏联对中国的战略武器试验做出了谨慎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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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苏联与中国原子弹的研制，国际学术界已有

的研究成果大都囿于从中苏关系发展的角度进行考

察，并对苏联在中国研制原子弹发挥的作用等问题上

存在分歧：一些学者，特别是苏联学者认为，苏联的

援助对中国原子弹的研制产生了重大作用[1,2]①；而另

一些学者在分析苏联对中国原子能技术的援助及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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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些学者认为，苏联的援助使中国发展核武器的速度至少加快了 10—15 年。参见文献[1]和文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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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的作用后，认为中国有能力依靠自己的力量在

1964年或1965年研制出自己的第一颗原子弹[3]。本文

从苏联对中国研制原子弹的认识、对援助中国的考

虑、中苏交恶后对中国研制原子弹的批评和阻挠，以

及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的反应几个方面，深入

考察苏联对中国研制原子弹的认识和作用。

1 苏联对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问题的认识
（1949—1955年）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外交上做出向苏联“一

边倒”的外交决策，并在1950年初与苏联签署了为期

30年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中国和苏联在事实上确立

同盟关系。但在冷战背景下，中国依然面临非常严峻

的安全环境。20世纪50年代上半期，随着冷战在亚洲

爆发，中国先后卷入了一系列的国际危机和冲突，特

别是在朝鲜战争和台海危机中，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

安全威胁，最为突出的是美国对中国的核威胁。

尽管毛泽东曾说原子弹是“纸老虎”②，但这只

是为了在战略上打击中国的敌人。对于原子弹的威力

和中国面临的核威胁的严重后果，中国领导人是有比

较清醒的认识的。面对美国的核威胁，中国领导人认

为，生产核武器是中国唯一有效的自卫手段，否则不

可能保证国家的长期安全。早在1950年初，毛泽东在

莫斯科进行访问期间，便产生了中国研制自己的原子

弹的想法[4]。1953年，毛泽东指出，为了保证中国的

安全利益，我们必须掌握划时代的军备和与之相应的

最先进的战术[5]。为了应对美国的核威胁，1955 年 1

月 15日，毛泽东主持会议专门研究发展原子能问题，

会议作出了关于研制原子弹的决定。此后不久，中共

中央政治局做出了发展中国自己的核武器计划[6]。

在中苏同盟的背景下，对于发展自己的核武器，

中国领导人首先考虑的是得到苏联的援助[7]。1952年6

月，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在编制《一九五三至一九五

七年军事计划纲要》时，曾考虑要研制原子弹。周恩

来在听取汇报后，向苏联方面试探，请求提供援助。

但苏方认为，中国不具备搞尖端技术的条件，应先搞

常规武器，除同意帮助中国成立军事工程学院外，对

原子弹、导弹等尖端武器问题根本不谈[8]。国外学者

的研究也表明，对于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帮助制造原子

弹的请求，从不信任毛泽东的斯大林，明确地拒绝了

这一要求[9]。因此，斯大林执政时期，苏联未向中国

提供任何形式的核援助。

在赫鲁晓夫上台之后，苏联最初对中国发展原子

能和核武器也是不赞同的。1954年10月，在对中国进

行访问期间，对于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发展原子能、核

武器的援助请求，赫鲁晓夫劝说道，中国应集中力量

抓经济建设，不要搞这个耗费巨资的东西，并表示只

要有苏联的核保护伞就行了[10,11]。

为了维护和发展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1955年

初，苏联决定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对中国和东欧社

会主义国家提供援助。1955年1月18日，苏联部长会

议决定，苏联向中国及东欧一些国家在和平利用原子

能方面提供原子锅炉和基本粒子加速器，并为进一步

发展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工作培训科学和工程人员。后

经多次磋商，苏联最终决定帮助中国建立一个小型实

验性核反应堆，以进行原子物理的科学研究和培训技

术力量，并为此在1955—1956年期间同中国签署了一

系列关于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协议。

这些协议的签署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掌握原子能以

及发展自己核武器的信心。于是，中国又向苏联方面

提出了一系列的援助请求。1956年底，中国国务院副

总理李富春带领一个代表团访苏，寻求关于武器技术

的援助。苏联领导人仍只答应“支援科学和技术人员，

允许50名中国大学生到苏联学习这些专业”。这个决定

② 斯特朗 . 毛泽东访问记 . 参考消息, 1946-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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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中国决策者认为“赫鲁晓夫领导集团不打算帮助中

国发展先进武器”，苏联政治局对援助中国的核项目有

很多担心，甚至连工业应用的核项目也不愿意支持[12]。

赫鲁晓夫上台后，苏联对中国发展原子武器的消

极立场与其外交政策和核政策有很大的关系。1956年2

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提出苏联“和平共处”外

交政策总路线的同时，提出苏联对核时代战争与革命

之间关系的新看法，“认为核武器对资本家和共产主义

者同样构成威胁……所有国家（不仅是社会主义国家）

都必须发展它们自己的国际关系，以防止一场世界核

战，这是压倒一切的目标。……第三次世界大战会看

到的，将不是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而是共

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一道毁灭”[13]。因此，为防止核战

争，苏联领导人热衷于与美英进行禁止核武器谈判。

正如美国国务院情报部门所认为的，赫鲁晓夫所

支持的禁止核试验和裁军问题，与中国发展核武器的

意愿相违背③。正是对核武器这样的看法和认识，以

及与西方国家达成禁止核试验条约的需要，1954年10

月，赫鲁晓夫拒绝了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关于帮助中国

制造原子弹的请求。1956年 2月 8日赫鲁晓夫写信给

毛泽东，表示愿意与中国分享苏联原子能工业的经

验，增加苏联高校中中国物理和化学专业学生的数

量，并派遣核能生产专业的教师到中国高校工作，帮

助中国和平利用核能，甚至愿意为中国提供核保护

伞，但不鼓励中国发展核武器[14]。

因此，1957年10月之前，苏联对中国原子能的援

助仅限于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在此之前，苏联对中

国核工业的援助都非常小心地避开军事用途[4]。

2 苏联对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的战略考虑及
其结果（1957—1960年）

1957年夏，苏联对中国研制原子弹的立场发生了

变化。为了获取毛泽东的支持，苏共中央再三邀请毛

泽东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和在莫斯科举

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15]。中共中央利用

此次难得的机会，向苏共中央提出了组织中国代表团

赴苏谈判，在原子弹、导弹、航空等方面给我国以技

术援助的要求[16,17]。对于这一请求，苏联领导人最终

做出全面帮助中国研制核武器的决定[18]。随后，聂荣

臻向中央建议并经批准率代表团于 1957年 9月 7日赴

莫斯科，就原子弹和导弹研制问题请求苏联给予援助

进行谈判。谈判进展相当顺利，苏方基本满足了中国

方面提出的全部要求，并于 1957年 10月 15日正式签

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联盟政府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

国建立综合性原子工业的协定》（简称《国防新技术

协定》）。在该协定中，苏联政府答应在生产与研究

原子武器、火箭武器，以及试验原子武器的靶场等方

面向中国提供技术援助[17]。

但苏联对援助中国核武器政策的转变及这一协定

的签署，并不意味着苏联对中国研制核武器的认识和

看法发生了转变，也不意味着苏联已经赞同中国发展

核武器。关于苏联领导人做出这一决议的考虑，由于

中苏双方解密档案的限制，至今仍然无从得知。但从

上述苏联拒绝援助中国发展核武器的原因可以看出，

此时，中国发展核武器所需要的经济和科技环境、苏

联和平共处对外政策的总方针，以及与美国和英国进

行禁止核武器和核试验的谈判政策均没有发生变化。

但为什么苏联领导人做出与之前相反的决策呢？

关于这一问题，国内外学者有众多推测，比较普

遍的一种认识是，苏联以帮助中国研制核武器为筹

码，换取毛泽东参加莫斯科会议和对苏联政治上的支

持。固然，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苏联领导人的这

一决定有更深的战略上的考虑。苏联领导人明白，在

③ Main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MF2510409-0106L: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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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缺乏研制原子弹所需的经济和科技条件且国家领

导人又决心研制原子弹的情况下，一方面，苏联的援

助无疑将加强中国在军事上对苏联的依赖；另一方

面，中国的原子弹研制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苏联可

以通过援助的形式对中国研制原子弹的进程进行控

制，并获取中国对苏联在政治上的支持。此外，在苏

联领导人看来，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已转入

社会主义体制，即便经过相当长的时间能够研制出核

武器，也不能形成较强的核力量，不会从根本上损害

苏联本国的利益，反而还会扩大社会主义阵营的

影响。

由此可见，苏联在发展国防新技术领域对中国进

行的援助，是以中国在军事上依赖苏联、政治上支持

苏联，并维护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地位为基础

的。但这一基础很快就发生了变化。1957年11月在莫

斯科召开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使苏联领导人感

到，苏共在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地位受到了来自北京

的挑战。1958年初，考虑到中国对苏联的领土要求，

苏联领导人意识到根据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向中

国提供一个原子弹模型的做法是不妥的。而当时在对

中国研制原子弹进行援助的问题上，苏共中央内部就

存在分歧，米高扬公开反对提供原子弹模型，布尔加

宁却支持提供。赫鲁晓夫1958年3月把布尔加宁挤出

政治局后，逐渐倾向于支持米高扬的立场，提议苏联

原先的决定推迟执行。

这样，在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签署后仅仅 5

个多月，苏联领导人对中国研制核武器进行援助的想

法又发生了转变。在此期间，苏联对中国原子弹研制

的帮助和援助也是有限度的，且时刻都在考虑如何延

缓中国原子弹研制的进程。

因此，苏联对中国研制原子弹的援助并没有从根

本上执行。在 1958年 7月底到 8月初，赫鲁晓夫对北

京进行的秘密访问，当毛泽东提出对中国原子弹的研

制提供帮助时，便再次遭到赫鲁晓夫的拒绝。其理由

是：“如果我们给中国人提供原子弹的话，那么，美

国人就会把自己的原子弹给西德人。我们拥有原子

弹，难道这还不够吗? 我们可以保护你们。如果发生

什么情况的话，我们会代替你们还击的[19]。要知道制

造原子弹，你们是否了解，那是一件需要花钱极多的

事。除此之外，它简直要用去你们全国所生产出的全

部电力[20]。”

赫鲁晓夫对中国的这次访问不仅没有改善与中国

的关系，而且“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事件表

明，苏联希望中国在军事上依赖苏联的战略考虑也落

空了。此外，1958年的台海危机也进一步促使苏联领

导人重新考虑与中国的关系，并决定停止向中国进一

步提供有关核武器的技术和设备，特别是原子弹的样

品[21]。1959年初，苏联政府向在华工作的苏联核武器

专家发出非正式的指示，建议他们推迟甚至拖延与中

国同行的工作。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就暂时停

止核援助问题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件中指出：鉴于正在

日内瓦举行的裁减军备谈判，苏联必须停止核援助。

中方曾要求提供原子弹样品和技术数据，但苏方担心

这样做会危及社会主义国家在日内瓦的努力④。最

终，1959 年 8 月 20 日，苏联正式取消了对中国核计

划的援助计划，拆除了一枚已经完全组装好的核弹

（曾准备交付给中国）。对此，苏共中央的解释是：

这可能会破坏苏联与资本主义西方国家缓和关系的努

力。“如果这一武器转让发生，西方得知此事，社会

主义国家争取和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努力就有可

能受到损害”[22]。1959年9月，赫鲁晓夫告诉毛泽东，

出于对中国经济的考虑，并考虑到国际禁止核试验谈

判，他决定从中国撤回帮助生产原子武器的苏联专

家。1960 年 7 月，在中国核工业不同部门工作的 233

④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 109-02563-01: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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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苏联专家也离开了中国，并带走了所有重要文件和

材料[9]。

关于苏联对中国研制原子弹的作用应给予客观的

评价。①出售设备，初始培训。苏联通过出售设备、

提供初始设计和培训人员，向中国提供了核技术的基

础知识，对中国原子弹的研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②援助的效果和作用则是有限的。虽然苏联转让的技

术涵盖了原子弹研制过程中的每一个步骤，但缺乏基

本的细节和设备，因此无法形成功能完整的产品。而

且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苏联对中国原子弹研制的限制，

最终中国原子弹研制的关键问题都是中国科学家和技

术人员独立解决的[3]。③对中国研制原子弹决策带来

重大影响。苏联援助的突然终止，还带来了一些负面

的影响，使中国原子弹的发展面临非常严峻的局面，

使中共中央不得不重新考虑关于研制原子弹的决策。

对于中国原子弹发展面临的问题，部分苏联专家

在撤退时表示，“这是对你们的毁灭性打击”，“从此

你们将处于技术真空状态，估计20年后你们也搞不成

原子弹”[23]。赫鲁晓夫也认为，当然，中国人自己会

研制出他们的原子弹来，但是需要时间，而且需要很

长的时间。对此赫鲁晓夫希望“情况要是没有变化，

那他们掌握原子能技术还是越晚越好”[24]。

因此，苏联对中国研制原子弹的援助深受政治因

素的影响，这样的援助形式是脆弱的。在苏联对中国

进行援助的基础丧失之后，这种关系的破裂也是必然

的，而在此期间，苏联对中国研制原子弹的作用也是

有限的。最终中国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研制原子弹。

3 苏联对中国研制原子弹的批评和阻挠
（1960—1964年）

苏联取消对中国进行核武器援助的一个重要的理

由是当时正在举行的国际裁减军备谈判，此后苏联在

裁军和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问题上的立场和活动事实

上对中国原子弹的研制起到阻碍作用。1959年，赫鲁

晓夫访美后，便试图说服中国领导人支持苏联的裁军

倡议，特别是暂停核试验。在得知中国很快就要制造

出原子弹的情况下，苏联仍然在 1963年 8月 5日与美

国、英国政府在莫斯科签署了关于禁止在外层空间、

大气层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的条约。在这一条约正

式签署之前，苏联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就出现了

原则性分歧，并就此问题展开了公开论战。中国方面

尤其反对并把这个条约视为是对帝国主义的让步，是

对国际共产主义的背叛。而苏联政府则认为，不扩散

核武器符合世界的利益，符合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社

会主义国家的利益……如果认为有可能在西方奉行一

种政策，而在东方奉行另一种政策，一手反对用核武

器武装西德，反对核武器在世界上扩散，而另一手却

把这些武器转移到中国，那至少是天真的……⑤尽管

中国拒绝接受条约的束缚，但这一条约的签署使中国

即将进行的核试验面临非常不利的国际舆论环境，从

客观上对中国核试验的进行产生了阻挠作用。

为了阻挠中国原子弹的研制和进行核试验，在中

苏论战期间，苏联还对中国进行了批评。① 批评中国

领导人关于原子弹的言论和对原子弹的认识。在对外

宣传方面，苏联领导人喜欢把毛泽东及其战友想象为

“挑起新的世界大战的原子弹狂热主义者”⑥，批评中

国领导人“原子弹是纸老虎”“一点也不可怕”这种

“低估热核战争危险”的言论。批评中国领导人对战

争的认识还停留在“以长矛和刀为武器”的时代，在

我们这个时代，“一颗原子弹就可以消灭中国所能派

出的全部军队”。……“我们了解这个武器，我们的

确也拥有这一武器。而毛泽东还在计算——他能派出

⑤ 参见《真理报》，1963年 3 月14 日；4 月 3日；7 月 4 日和 14日；8 月 4 日和21 日；9 月 21—22 日。

⑥ АВПРФ, ф.0129, оп.55а, п.426, д.2, л.6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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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军队，派出多少人”⑦。② 批评中国不顾经济发

展水平制造原子弹，是一种民族主义。苏联领导人认

为，如果想要拥有原子弹的话，每个国家都能制造原

子弹，但是现在每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拥有原子弹的确

是没有必要的，因为造原子弹的花费很大。要以科学

和技术的发展和成就为基础。中国能够制造出原子

弹，但应该考虑到工业发展水平。因为，制造原子弹

需要国民经济中的许多辅助领域达到一定的水平，来

保障按照科学家和设计师的要求来制造原子弹和火

箭。中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具有一定的经

济潜力，还不具备大量生产核武器的条件。如果中国能

够生产2—3枚核弹，这仍然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反而

会对中国的经济造成巨大的消耗，从而批评中国领导人

“不惜任何代价得到自己的原子弹”，并将其视为中国领

导人民族主义真实的表现⑧。③ 贬低中国制造原子弹

的价值和意义。苏联领导人认为，即使中国造出原子

弹，也不会被视为核大国，也无法对世界形势带来任

何的变化。因为，对于真正发展核武器来说，中国的

经济太弱了，需要数十年的时间来制造足够数量的核

武器，才能变得具有威胁。但是，就算这样，中国也

无法赶上其他国家，因为其他国家也不会原地踏步⑨。

虽然苏联对中国研制原子弹的这些批评具有论战

的成分，但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苏联对中国研制原子

弹的认识和看法。

4 苏联对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反应

尽管早在1959年苏联政府就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

弹制造有关的任何援助，但苏联领导人对于中国原子

弹的研制进程和可能进行的核试验有着明确的认识。

1963年 8月苏联已从外国使节中得知中国很快就要制

造出原子弹⑩。1964年 1月 13日，赫鲁晓夫在关于中

苏关系的谈话中指出，“中国人已经非常接近制造原

子弹的工作了”。1964年10月3日，赫鲁晓夫在与藤山

爱一郎带领的日本代表团进行的会谈中表示，中国是能

制造出原子弹的，而且中国应该是已经制造出来了􀃊􀁉􀁓。

1963年 10月 16日，中国成功进行了核试验，并

很快宣布了这一消息，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对

于中国进行核试验，苏联外交部门也进行了密切关

注，特别是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就国际舆论对中国核

试验后的反应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并向苏共中央做了

报告。在苏联驻中国大使馆看来，中国成功进行核爆

炸仅仅得到了 7个国家领导人的正式祝贺。亚非拉国

家大多数有声望的政治领导人，更不要说欧洲社会主

义国家的领导人了，他们要么拒不对中国的核爆炸进

行积极的评价，要么发表声明对中国领导人的这一举

动进行了谴责。通过以上分析，苏联驻华大使馆认

为，在中国原子弹爆炸后，中国领导人随后提出关于

召开各国政府首脑会议、讨论关于完全禁止和销毁核

武器问题的建议，是企图从苏联手中夺取世界和平核

裁军问题的领导权􀃊􀁉􀁔。

如果说，苏联驻华大使馆对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

报告仍然充满中苏论战的语调，那么，苏联媒体的反

应则是非常平静的。虽然苏共中央各报都报道了简单

消息，但并未像往常一样对此进行批评和攻击。与此

同时，从 1963年 10月 19日起，苏共中央各报已完全

停止反华宣传，这一切都与苏联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

⑦ РГАНИ, ф.52, оп.1, д.564, л.83-97.

⑧ РГАНИ, ф.2, оп.1, д.665, л.12-19； ф.52, оп.1, д.599, л.38-53.

⑨ РГАНИ, ф.52, оп.1, д.564, л.83-97.

⑩ АВПРФ, ф.0100, оп.56, папка495, д.7, с.215.

􀃊􀁉􀁓 РГАНИ, ф.52, оп.1, д.599, л.38-53； д.597, л.115-151.

􀃊􀁉􀁔 РГАНИ, ф.5, оп.49, д.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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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1963年 10月 16日，就在中国核试验的当天，

苏联领导层发生了变化，赫鲁晓夫被解除了职务。以

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联领导人为了改善苏联的国际处

境，希望缓和与中国的关系，面对中国国防和军事力

量落后而想要从苏联得到军事技术的愿望，又产生了

希望中国在军事上依赖于苏联的想法􀃊􀁉􀁖。因此，1963

年12月28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致函周恩来，

表示完全同意并支持中国政府提出的关于召开世界各

国首脑会议、讨论禁止和销毁核武器问题的建议􀃊􀁉􀁗。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

义。正如印度外交部所说，中国爆炸第一枚核弹将改

变亚洲和世界的政治平衡。但苏联方面在对外活动中

却故意贬低中国原子弹爆炸的作用和意义。苏联驻美

国大使多勃雷宁在与美国助理国务卿举行的会谈中指

出，尽管中国成功第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但中共还

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成为核强国􀃊􀁉􀁘。即便是 1965年 5月

中国在成功进行第二次原子弹爆炸实验之后，苏联领

导人柯西金在与夏斯特里举行的会谈中仍然指出，中

国的第二颗原子弹是个小玩具[26]。这实际上反映了苏

联对中国拥有原子弹的担忧。正如周恩来所说，“现

在苏联对我们也是故意低估，实际上它也怕”。正是

中国拥有原子弹以及核力量的不断完善，中国才不怕

核打击；而这也是 20世纪 60年代末期苏联在对中国

进行核威慑时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从而使得

中国的安全环境有了更多的保障。

5 结语

中苏关系友好时期，面对中国提出的对原子弹研

制提供援助的请求，苏联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给中

国提供了大量援助，从而为中国原子弹的研制打下了

基础，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对于中国研制原子弹

的援助请求，苏联领导人的反应一直都是消极的。出

于政治方面的考虑，苏联方面曾做出过一些承诺，甚

至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但从未对中国原子弹

的发展予以真正的支持，并在援助过程中进行种种限

制，甚至是多次阻挠。因此，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无

论是研制原子弹的决策，还是实际开展工作，都是中

国在举国体制下，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结果，中国

原子弹的成功研制有效地维护了我们的国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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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oviet Union’s understanding and reaction to China’s 

development of strategic deterrence force (1949–1964)

CUI Haizhi1* WANG Fang2

（1 Department of History, Academy of History and Documentation of Socialism,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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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facing China’s repeated requests for assista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rategic 

Deterrence Force (SDF), 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USSR) refused on the grounds that China’s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were insufficient, that it lacked the condi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tomic weapons, and that the USSR 

could provide China with nuclear protection. In the mid-1950s, with the China’s strategic decision making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DF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ino-Soviet relations, the USSR opened the door to China in the field of the peaceful use of atomic 

energy and expanded its nuclear assistance to China to include the development of SDF in 1957. However, the Soviet Union’s 

understanding of China’s development of SDF did not change. As the Sino-Soviet conflict developed, the USSR leaders not only 

began to impose various restrictions on the assist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SDF, but also repeatedly reneged on the agreement and 

refused to provide China with the technology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DF and to transfer the model of the bomb. In the early 1960s,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further deterioration of Sino-Soviet relations, the Soviet Union, on the one hand, criticized China’s policy 

on the development of SDF, and on the other hand, tried to obstruct China’s development of SDF. After the successful test explosion of 

China’s first SDF, the Soviet Union reacted cautiously to China’s nuclear test for political reasons and because of its awareness of 

China’s nuclear cap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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